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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 （1861） 八月初一
日，湘军曾国荃部用地雷轰塌安庆
西北的一段城墙，攻陷了这座太平
天国拼尽全力援救的军事重镇。几
天后，曾国藩进驻安庆城，不久就
着手在安庆建立湘军大本营，设立
安徽善后总局和安庆粮台作为后勤
保障机构，同时将随营军械所更名
为“内军械所”，以区别于地方所设
安庆粮台下属的“江外军械所”。

清代将帅的随营军械所不仅负
责军械物资的购置、储存和发放，也
常自制各类军械。由于枪炮的制作有
较高的技术要求，同时也为了省略运
输的麻烦，一些将帅常常会在营中制
造。曾国荃曾在江宁（今南京）城外的
大营中试制开花炮，李鸿章在苏州、
天津亦曾设有淮军行营炮局。

安庆枪炮局的负责人

咸丰十一年十月，曾国藩设立
了安庆枪炮局，作为安庆内军械所
的下设机构，专门负责枪炮生产。

安庆枪炮局的主要负责人是龚
之棠（字春海），江苏苏州人，与其
父龚振麟均为当时的铸炮名匠。

龚之棠善于制造坚固耐用的熟
铁大炮。他不仅是安庆枪炮局生产活
动的主导者，也参与了安庆内军械所
试制火轮船的活动。同治三年（1864）
九月，曾国藩移驻江宁，不久安庆内
军械所也随之迁移，更名金陵内军械
所。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1月），
在安庆小火轮基础上扩大制造的黄
鹄号在江宁下水试行。十二月十五
日，曾国藩的幕僚莫友芝在日记中
写道：“此船即雪村主造，而为候火
表者，龚春海也。”

在江宁下水的黄鹄号是在安庆
小火轮的基础上扩大制造的，因
此，为安庆小火轮“候火表”的，
应该也是龚之棠。

安庆枪炮局的主要产品

曾国藩在安庆期间设置的军火
生产部门，除了枪炮局外，还有火
药局和子弹局，但与安庆枪炮局从
属于安庆内军械所不同，火药局和
子弹局为设于安庆地方的安徽善后
总局的分支机构，分别负责制造火
药和铁质实心枪弹和炮弹。

安庆枪炮局虽于咸丰十一年十
月即已设立，但由于龚之棠等造炮
工匠彼时未到安庆，再加上此时曾
国荃的金陵大营急需“群子”（即实
心的霰弹），因此曾国藩决定先集中
力量在子弹局制造群子，除了在善
后局内新增一处群子生产点外，他
还让安庆内军械所的技术人员徐寿
和华蘅芳在子弹局兼职，帮助铸造。

同治元年 （1862） 九月，在长
沙设立枪炮局，专为湘军铸造枪炮
的湖南官绅黄冕派龚之棠、廖承泽
来皖，以充实安庆枪炮局力量，但
还是由于“前敌需用群子，多而且
急”，曾国藩仍令他们“先打熟铁群

子，稍迟再办枪炮”。
安庆枪炮局直至同治元年十月

才正式投入生产，产品主要有劈山
炮、大炮、土枪、小手枪、抬枪
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鸟枪、抬枪和
劈山炮，因为曾国藩认为，洋枪洋
炮只是“诗赋杂艺”，而刀、矛、鸟
枪、抬枪和劈山炮则为“经书八
股”。劈山炮是一种发射霰弹的轻型
火炮，主要用于攻击密集的敌兵；
大炮则主要发射单颗的实心弹，主

要用于攻打城池和营垒。曾国藩个
人对劈山炮极其偏爱，认为是“陆
军第一利器”，因此，安庆枪炮局产
品以劈山炮为最多，曾制造各种类
型的劈山炮，如小劈山炮、劈山短
炮、坐劈山炮等。

安庆枪炮局试制开花炮的过程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在《曾文
正公年谱》中记载，曾国藩在安庆
曾“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
广储军实”。

但实际上，安庆枪炮局产品仍
然以旧式枪炮为主，只是在生产过
程中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是引火
装置仿制了洋枪洋炮的做法。制炮
名匠龚之棠以购自西洋的铜帽自来
火代替旧式的火绳，使得枪炮在发
射时不再畏风畏雨，摆脱了天气情
况的影响。铜帽自来火价格高昂，
且不容易购买，曾国藩也曾在枪炮
局内开展过试制活动，但没有成功。

安庆枪炮局还曾试制西洋开花
炮（又称硼炮、天炮、炸炮等）。当
时西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售开花炮
等先进的武器，曾国藩、李鸿章等

洋务派常常花了很大的价钱，也很
难买到真正的开花炮。因此曾国藩
迫切希望能仿制出开花炮。

华蘅芳在子弹局兼职的同时，
亦曾试制西洋炸弹，同治元年四月
十八日在安庆北门外试放，可惜未
能成功，“放十余炮，皆无所见”。
安庆子弹局的产品为旧式的实心子
弹，虽需求量大，但技术含量较
低。而开花炮弹为西洋开花炮的
配套产品，因此，华蘅芳试制炸

弹并不是子弹局的工作内
容，而是以安庆内军械所委
员的身份。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容闳经人举荐来到安庆，向
曾国藩“言及硼炮之利”，曾
国藩于是派幕僚李善兰到上
海，希望能利用上海的地利
之便以及容闳的帮助，让李
善兰在上海学成开花炮制造
技术再带回安庆。同治元年
底，李善兰“制成开花炮二
尊”带回安庆，但“考之时
价稍昂”。

李善兰制成的开花炮应
该不是很成功，因为在此之
后，曾国藩又继续启用丁杰
试制开花炮。

丁杰，字仲文，广东番
禺人，祖籍安徽怀宁，其父
在广东游幕，后入番禺籍。
丁 杰 为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1849） 举 人 ， 咸 丰 七 年
（1857）以直隶州州同分发福
建，因军功赏花翎，加按察
使衔。曾国藩驻安庆后，丁
杰致信毛遂自荐，“献硼炮之
技”，并于同治元年十二月初
一日来到安庆。

丁杰在安庆试制开花炮
的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两次演放均
不 成 功 。 第 一 次 为 同 治 二 年
（1863） 正月初八日，“大小五炮，
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
花矣”。第二次为同治二年五月十
四日，“共放廿余炮，惟第一炮落
地开花，而又恰中植旗之处，余或
不落地而开花，或不中植旗之处”。

两次不成功的演放让曾国藩很
失望，逐渐丧失了对丁杰的信任。
但丁杰却并不死心，向曾国藩提出
到曾国荃大营效力。同治二年七月
初十日，他在江宁城外的曾国荃军
营演放了自制的炸弹。丁杰试制的
开花炮及炸弹性能很不稳定，恰巧
此次试放较为成功。当时曾国藩的
幕僚赵烈文正在曾国荃营中，他在
七月初十日 《能静居日记》 中写
道；“安庆铸洋炸炮委员丁仲文观
察 （杰，广东人） 来访，所铸炸
弹，本日用之甚利。”曾国荃于是
决定让丁杰留在江宁军营内制造开
花炮。此举遭到曾国藩的反对，致
信极力劝阻：

丁道以前二年在福建寄信来
此，献硼炮之技。去年十一月到
皖，已试验两次，毫无足观。居此

半年，苟有长技，余方求之不得，
岂肯弃而不用？渠在此无以自长，
愿至金陵一为效用，余勉许之。至
欲在雨花台铸炮，则尽可不必。

曾国荃见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
苏沪地区利用购自西洋的开花炮攻
城略地，很是羡慕，于是一意孤
行，命丁杰在营中铸炮，最终也未
成功。对此，曾国荃颇感后悔，同
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写给
曾国藩的家信中说：“弟惑于洋炮轰
塌城垣之说，故准丁道一试其技，
浪费不少，而于城毫无所损，悔不
信长者之言耳。”

安庆枪炮局开花炮
试制失败原因

安庆枪炮局试制开花炮活动的
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丁杰、李善
兰等人，这是当时清朝国内科学技
术落后的必然结果。

一是制造技术的落后。
对此，同治元年底开始在上海

等地设厂制炮的李鸿章有清醒的认
识。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
致杨载福的信中说：“中国工匠但能
仿制炸弹，不能仿制大炮，即造弹
所用煤铁、引门药物，均须购自外
洋。”除了枪炮制造技术的落后外，
当时国内生产的火药、煤、铁等在
质量上都不能和西方相比。

二是炮兵人才的缺乏。
开花炮的发射，需要具有一定

的数学知识并经过专门的训练。中
国早在康熙年间就制造出了可爆炸
的子母炮，但彼时东西方都不能精
确地计算炸弹爆炸时间，也无法保
证攻击目标的准确。到19世纪下半
叶，新弹道学的发展使得西方的军
事技术出现了突飞猛进的革新。西
方的炮兵军官都在军事院校学习了
一定的数学知识，且经过专门的训
练，能够根据火炮类型和火药量精
准地控制炮弹爆炸的时间，并能精
确地击中目标。而中国士兵即使粗
略学习了施放技巧，由于中国生产
的火药质量低下，膨胀系数与西方
火药区别很大，也很难做到精准施
放。直到同治十三年 （1874） 十一
月二十日，已经有多年开办枪炮厂
经验的李鸿章在《筹议海防应办事
宜折》 中仍然指出：“中国虽购洋
炮，而施放不能如彼之准，此由测
算炮力炮药所及之远近高下不及其
精。故彼之利器在彼用之仍可擅
长，我用之则仍不可恃。”

因此，丁杰等在安庆试制开花炮
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铸造技术的
问题。当时在曾国藩的安庆大营中，
并没有懂得开花炮施放技术的人才。
直到丁杰第二次演放开花炮失败
的七天以后，曾在上海向洋人粗略
学习了开花炮施放技术的张斯桂
才来到安庆，加入曾国藩幕府。而
此时，曾国藩已经对开花炮的试制
活动感到灰心，把军事制造活动的
重心转移到火轮船的试制上去了。

曾国藩与安庆枪炮局的生产活动
吴 悦

曾国藩（资料图片）


